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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 年 7 月下旬和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标志着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

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成立。自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非常富有战斗性”的农民阶级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通

过土地革命、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工农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既是经济问

题，更是政治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国农民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广大农民的负担来自田赋、关税、盐税、厘金、外债和国内公债、财政

性通货膨胀等旧政府苛捐杂税，土地高度集中垄断带来的地租盘剥，帝

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商业货币剥削，军阀统治下各种无偿的徭

役等更加复杂纷繁、更加沉重严酷。 

  

  1911 年 10 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

制制度，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旧存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

有改变，广大农民终年辛苦不得温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农村生产

力被严重束缚和破坏，农村经济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在 1912年至 1919

年间，全国各地发生农民反抗斗争多达2百起以上，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

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

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一、地权高度集中垄断，广大农民地租负担沉重 

 

  二十世纪初，在农村，土地占有高度垄断集中，人均占有土地少，

地主变相收取土地租金，相当一部分地区“租取其半”或“平分其粮”，

而两湖、江浙、四川等地大多超过 50%，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使

中国农民的负担更加复杂，遭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买办和帝国

主义层层剥削压迫，农业生产下降，农民生活困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系军阀和外国列强资本、买办资本大肆进行

土地兼并，大量占有土地，土地垄断集中加剧恶化，地价大幅上涨。冯

国璋仅在苏北就占地 75 万亩，张敬尧在安徽省霍邱县家乡占地多达七

八万亩。外国传教士大肆侵占中国的土地和房屋，坐收地租，人民生活

劳碌辛苦，却经常入不敷出。  

 

  1922年-1924年间，黑龙江一家佃农收支情况：农产收入 67.19元、

生产资料支出 12.32元，生活费用支出 49.64 元，田租 17.22 元，还有

11.99 元的缺口。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统区地权集中趋势有增无减，土地兼并活动

愈演愈烈，尤其是退往大后方的军政官员和富商携带大量资金购置土地，

农民的土地大多被收购，地租居高不下。1940 年四川，承租的耕地面积

达到了 81.31%，租额高达 60%-80%，广西玉林一家佃农在 1933 年一年

农场收入、手工业收入、副业收入三项收入加起来总计 286.91 元，但

生活资料加上生产资料（包括地租支出 68.51 元）就需要 319.22 元，

一年缺口 32.31元，入不敷出、左支右绌基本是常态，负债累累成为大

多数农民常年状况。 

 

  1945-1949 年，国统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中。在土地肥沃

的四川成都平原，抗战胜利后，地主人口 8%，占有土地却达 80%；在湖

南湘阴县，占户口 1.8%的地主，占有土地 71%。国统区统治的最后几年

里，国民政府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更加残酷地压迫农民。苏

南句容县桥头镇地主华锦之的牢房里，因交不出地租，五年中关押过 400

多个农民，有些人甚至被杀死在牢房里。昆山很多地主对农民采用游街、

拷打、放水灯、锁庭柱、站笼等 24 种方法逼租，很多地主备有手铐脚

镣、棍棒铁锤等凶器，动辄扣押吊打农民。 

 

  中国近代 1900-1940 年，在中国农村，10%的富人拥有 53%的可耕种

土地，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要缴纳 1/3-

1/2 的农产品作为租金，入不敷出，不得不以借贷为生。同时地主与当

地官府勾结，鞭笞重刑花样百出，逼租虐佃的情况普遍存在，即使常有



抗租斗争，也因力量薄弱被镇压，佃农常年受到地主和官府的压制和剥

削，生活困苦，在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勉强度日。 

 

  二、吏治腐败、官员大肆敛财，财政税收五花八门、随意加派 

 

  北洋军阀、国民政府都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在

田赋上横征暴敛，创设田赋、盐税、地方税的税收名目繁多，赋税随意

加派，加之大多数官员贪图私利、营私舞弊、乘机大肆敛财，广大农民

的生活水深火热，苦不堪言。 

 

  据统计，1934年三十个省份田赋附加种类共有 673 种，官绅勾结中

饱肥私；作为政府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课税——盐税，也是逐年增长，

用以偿付外债赔款，赋税也是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据不完全统计，仅

1926 年新增的附加税就有二三十种，官商勾结垄断盐价，1934 年盐的

市价 86%以上是盐税，且各自为政，各设出入境税。 

 

  厘金（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一般是货物的通过税和交易税）税率

也是高达 4-10%不等，附加税不断增加。因各路军阀分兵割据，关卡林

立，建立许多征税点，一物数征。“湖南因厘金征收太苛，物价乃大昂

贵，十余年来，物价有贵至数十倍者。一般之消费群众，特别是占消费

群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因农产品之涨价赶不上工业品之涨价，



遂感受无穷之痛苦。统计厘金的影响，以农民受害最大。”农民需要用

自产的农产品交换生活必需品，靠自产自销的小型手工业者都要通过市

场，而厘金税收不问巨细，广泛征课，累及百物。而不平等条约赋予外

国列强对华商品减低或免除课税，使中国的商品处于不利地位，外国产

品大量倾销，商业利润多归外国资本家，中国的小农经济遭受很大的经

济损失，经济系统脆弱不堪一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外国列强控制了关税和盐税，侵略中国经济各

个部门。1912 年，外国列强利用“债权国”地位，组成“管理税收联合

委员会”，以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国道胜银行三家银行作

为“上海存管海关税项之处”，获取了中国关税的利益，中国的关税从

征入到付出的全部过程都控制在外人之手。 

 

  三、内乱外患频仍，兵役徭役苦不堪言 

 

  北洋军阀的直系、奉系、皖系和其他小派系连年混战，争夺中央政

权，老百姓要无偿服役，兵差、夫役、差徭负担更重，同时战乱频繁，

土匪乘机大起，人们躲避战乱，流离失所，很多村庄了无人烟，断壁残

瓦。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兵差物品种类遍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1934 年

河北一个县城就被摊派大车“二千多辆、柴草共一百五十万斤”，兵差



钱款负担同样繁重；山西沁县 1930年 11月-1931 年 3 月 5月间，兵差

一项负担就是 1879年各种差费总额的七倍以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国民政

府，吏治依然极端腐败，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征兵制中弊端丛生，抓

壮丁、虐壮丁、卖壮丁，强行征工、征运，大量壮丁惨遭虐待，造成很

多人非战事死亡。“在 1943 年征集的 167 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在他们

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

部队之前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 140 万——也就是说在征集的每 10 个

人中就有一个。” 

 

  四、外国列强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资本联合盘剥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因无法在短时间内像美洲、

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等被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进行彻底垂直地统治，必须

依赖一个中间阶级来代理，进行不平等贸易、控制和操纵商品市场、金

融市场，买办资产阶级于是兴起，受雇于外国洋商洋行。 

 

  毛泽东在 1926 年 12 月发表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中，深刻剖析了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经济掠夺本质：“自从帝国主义

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



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

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

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了我们好多

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

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

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

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

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

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

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

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

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

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用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

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

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

去了。”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通过通商口岸

与国内买办资本形成了商业剥削网，深入内地。外国列强垄断资本利用

在华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在买办资本的积极配合下，操纵中国的农

产品和商品市场，蒙蔽侮弄贱买贵卖，制造舆论蒙骗农民，利用工农产

品剪刀差不等价交换，大肆攫取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 

 

  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不等价交换中，广大农民卖出农产品、买进日

用品这一卖一进大受损失，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换回的工业品只及

原先的一半，农产品购买力大幅被削弱，生活品价格不断上升，工农产

品剪刀差日趋扩大，农民在无形中被掠夺了收入，农村经济越加贫瘠，

农村生产力越来越低下。 

 

  外国列强资本和买办资本相互勾结，不顾国内饥民遍野，农产品大

量短缺，而将国内生产的粮食大批廉价运输海外，1900 年-1910年，东

北三省生产的大豆 44%供应欧洲和美国，43%输出日本及高丽（朝鲜），

国内购销及其他仅占 13%。茶、丝、棉、油、烟这些重要的农产原料供

应也为外国资本所垄断，加速卷入外国资本的供应市场。比如，因外国

资本投资引导下，国内棉纺织厂增多，原棉需求量大幅增加，种的多的

省份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地扩大种植面积，种的不多的地区如

湖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等相继大规模种植。中外的工商资本由

此控制并操纵市场。到 1936 年，农民的日用品多依赖外货，必须更多

地依赖外国资本的商业网销售农产品来换取价格不断攀升的日用品，外



国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已到了相当的控制程度。在经济危机时，外国列强

采取保护关税政策，限制中国经济作物的进口，大量倾销本国的粮食，

国内粮价惨跌，严重侵害了农民的收入，而此时国民政府却为虎作伥，

相继于 1931年和 1933年与美国签订了美麦借款和棉麦贷款；以四大家

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利用政治地位垄断经济市场，低价收购农产品，高

价卖出工业品，残酷地剥削农民。 

 

  除了农产品，其他工业领域外国列强资本也是垂涎三尺，觊觎全面

占领和控制。1911-1914 年，外国列强资本共攫取中国路权达 18000 公

里；大肆掠夺中国矿业，英国占有开滦煤矿大部分权益，日本控制了长

江流域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1919-1925 年，日本已全部

控制了中国的铁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集团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革命力量，争取美国援助，不惜出让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与美

国达成多项条约，比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中规定国民待

遇及最惠国待遇是双方互有，简要概括为，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上享

有与中国人一样的权利，包括居住、经商、开矿、设厂等；美国货物在

中国享有国货待遇，美国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一片领水。条约一经公

布，《解放日报》随即发表评论，认为该商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

最残酷苛刻的一个卖国条约。 



 

  国民党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为美国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大开

国门，同时为了把中国农村作为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的供应

地，组织各种合作活动，比如 1946年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在其

提交的题为《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的数万言报告书中，主张中国保持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将美国工业急需和短缺的桐油、蚕丝等

列为优先发展经济作物；而棉花、小麦等中国主产的粮食作物则由美国

提供。 

 

  五、外国列强资本利用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变相盘剥 

 

  在金融方面，外国列强资本、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官僚资本、

封建势力、私人商号联合勾结，利用操控外汇、控制法币、调控利率、

通货膨胀、滥发纸币、强行摊派公债等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变相隐蔽盘

剥中国百姓。 

 

  1816 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开始实行金币本位制。

到 19 世纪后期，金币本位制已经在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采用，白银需求

大幅减少。而中国当时以银两为主要货币，两次鸦片战争列强货物大量

倾销加之战争赔款，大量白银流出，加之受国际白银需求大幅减少的影



响，金银比价从 1870 年的 1:15.57 大幅暴落，到 1910 年辛亥革命前

夕，只有 1:39.29，广大农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不断贬值。 

 

  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掌握旧政府的借款，吸收存款，发

行纸币，操纵金银、外汇，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控制中国贸易和金融

市场。外商通过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先对买办采取一种信用期限偿付

货款的赊销方式推销货品。买办对下一级华商，批发商对零售商转销，

也利用一定的赊销信用，信用的利息最终通过价格转嫁到众多农民头上。

这种由外商贷款给买办再贷款给下一级中间商，最后贷给生产产品的农

民的层层贷款关系，形成了对农村广大农民的高利贷盘剥网，并且使外

国银行可以轻易通过调整利率操纵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毛泽东就此精

辟地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

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

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

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买办阶级仰仗外国势力，与国内

买办、钱庄、高利贷者形成下一级金融剥削网，很多时候依靠暴力手段，

抽取洋行代理佣金、外债经手佣金、进出口贸易佣金等等买办收入。 

 

  帝国主义资本通过金融手段来操控从通商口岸到乡村的剥削网。比

如茶叶行业，若利息上升，买办不愿贷款赊销，一级压一级到茶农，就

无人收购，茶农不得不降价出售，此时外商乘机压价购入大量茶叶；相

反，如果利息下降，贷款层层下放，茶商大量收购形成积压，外销照样



要求降价销售。面对利息的控制，广大农民最终无可奈何、任由摆布、

任由剥削。 

 

  外国列强还通过货币贬值的金融手段大幅倾销工农产品转嫁经济

危机。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人为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中国

国内白银多数外流，国内银价上涨，通货紧缩，贸易锐减，农产品价格

大幅下跌。美国实行的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国民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开启币制改革，确定法币对英镑汇率，通过汇率与英镑联系起来，法

币英镑化，中国货币的白银本位变成了外币汇兑本位，外国货币成为了

货币发行的准备金。为了干预和控制汇率波动，国民政府势必要大量储

备英镑；而英镑国家“铸币税”的收入将旱涝保收，还能通过货币政策

间接控制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 

 

  在华的列强机构或个人也对农民进行直接的高利贷盘剥。据《中国

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山西没有一个教堂不放高利贷的，晋西有一个

教堂和医院，当地的钱庄和银号，用 30%-40%的年利向教堂医院借款，

再以 60%的年利贷给贫苦农民。所以这个教堂、医院的牧师、医生来山

西不及十年便成为富翁了。 

 



  北洋军阀不仅霸占银行业、银号，比如直系军阀冯国璋开办华通银

号、江西督军李纯开办义兴银号，还大量滥发公债、强行摊派，滥铸硬

币、滥发纸币，支付劣币、收取良币，大量敛财，盘剥农民。 

 

  国民政府的地方公债摊派，也让农民“谈虎色变”。这些公债事先

无规定期限、数额，事后也不会公布用途，很明显就是一种强行掠夺。

“每一摊派又层层加重，层层剥削；省方若需款五千，人民所摊至少在

一万元以上”（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1937 年版）。抗日战

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人为压低伪币兑换比值，明火执仗地公开掠夺，根

据李宗仁回忆，“刚胜利时，沦陷区的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

相差原不太大”，但国民党在 1945 年 9月和 11月规定，伪“中央储备

银行”的“中储券”200 元兑换法币 1 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

“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 1元。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民政府为应对庞大的

军费开支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一方面大幅征税，另一方面大量印刷钞

票，企图靠增发纸币弥补财政亏空。数据显示，1945 年 8月，法币的发

行量已经为 1937 年的 394.84 倍。到 1948 年 8 月，国民政府推出金圆

券改革，停止法币流通，并以一金圆券兑换 300万法币回笼旧币，开始

明火执仗地掠夺，1948 年 10 月《大公报》记载，北平市面日益恶化，

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

变。日用品等均成奇货。最开始发行上限的 20亿金圆券，到 1949 年 5



月，已达到惊人的 130万余亿元，一年不到时间，发行量高达 6.5万多

倍!在农村恶性通胀影响下，农民常年辛勤劳动，而购买力大幅下降。

1946-1947 年间，浙江龙游一户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头猪，大约 700 斤

稻谷的价格卖出去，三天后，只能买到 400斤稻谷了。 

 

  在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中国百年的近代史上，广大农民处于十分恶

劣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官府繁重课税、军阀横征暴敛、外商层层盘剥、

地主豪绅地租，普通农民维持生计已十分艰难，入不敷出已是常态。在

金融方面，外国列强和官僚买办资本利用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形成半殖

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金融体系，不断加剧农民的深重苦难。代表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即已洞察广大农民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经济矛盾，农民阶级“非常富有战斗性”，之后党

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协会银行、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

地革命、建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金融体系，不断探索金融支持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党对金融工作的正确领导为中国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